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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可持续发展历程相辅相成，在生态文明引领下重构城市发展方向，有助于

实现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以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为研究对象，构建全面且具有实践性的指标体系，基于改进熵权

模型和多样本分析计算城市生态建设指数(urban ecological index，UEI)，归纳出生态文明引领下城市发展的未

来方向。研究发现：(1)2012—2017 年间，经过国家对生态建设示范区的大力推进，城市生态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2)城市在经济、自然、社会、制度四个维度发展趋势并不均衡，在推动四个维度的协调发展的同时，也要侧重于生

态社会和制度建设维度发展；(3)不确定性分析发现，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用水总量、禁止开发区域面积是城市生态

发展中敏感性比较高的指标。最后，提出了三项提升城市生态建设水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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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有限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导致一系列生态危机，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之一，我国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治国理政的重

要战略位置，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中国的

发展战略，也是全球层面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生态城市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在

《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报告中提出生态城市之后，世界各地的学者对其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研究
[1]
。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城市的生态建设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不同于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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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拥有从上而下的针对各级区域详细的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实施方案等。2012年，里约 20国首脑会议承诺制

定可持续发展综合目标——到 2030 年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包容和环境之间可持续的和谐关系[2]；2016 年，中国加入《巴黎气候

变化协定》，并承诺 2030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2020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等印发《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实施方

案》，各级政府部门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期在生态文明建设引领下实现城市体系重构，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是一种社会愿景，它的特征是具有资源意识的人采取生态可持续的资源开采、生产和贸易模式[3]。国际上对于生态

文明的实践与研究主要聚焦在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领域[4]，相关研究主要以可持续评价为中心，其中对于生态工业园区的研究

比较多，比如，利用灰色德尔菲法构建评级指标体系，对五个具有代表性的生态工业园区进行综合效益排序[5]；运用工业园区资

源、经济等相关指标中国 40 个工业园区的生态效率水平进行评价[6]；利用多准则可持续发展评价框架，通过生命周期分析北京

的低碳高新技术园区
[7]
。相对来说，对于生态城市的研究较少，比较典型的有 Tsolakis & Anthopoulos

[8]
提出了基于系统动力学

(SD)仿真技术的生态城市可持续性评价方法和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方法学框架；Lin[9]以北九州和天津生态城为例，比较了日本和

中国生态城市发展的政策和策略，重点研究了他们的关键绩效指标体系；Wang & Wang[10]计算分析了西安市 1999—2014 年的生

态足迹值。中国的学者对于生态文明的研究多集中于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区域差异及生态文明与其他领域的耦合关系展开讨

论，例如，周宏春等[11]提出了改进与完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化路径及指标筛选的原则；张智光[12]创立指标-指数耦

合链方法，通过计算生态文明测度的阈值和绿值二步指数分析出生态文明问题的根本原因；张欢等
[13]
利用 PSR 模型及主成分分

析法对东部、中部、西部 30个省份进行分析；毕国华等[14]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生态文明与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关系。 

当前生态城市建设处在高速发展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积极投入到该项建设当中，虽然当前缺乏广为认可的生态

城市模式，但众多实践为生态城市建设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但是在学术研究层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指标体系方面，指

标体系多为文献频度统计筛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性不足；二是对于指标的不确定性分析较少，对敏感性指标把握不足；三是研

究案例样本分析容量不足，研究深度不够，如在生态文明引领下如何把握城市发展方向等问题未得到及时解决。 

本文基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多样本研究，构建侧重实践层面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评估体系，采用改进熵权评估模型计

算城市生态建设指数，利用不确定性分析模型找出敏感性指标，以期对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 

1 评估维度与指标 

1.1 现有评估体系分析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国际上建立的可持续发展、宜居城市等评价指标体系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及评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采用一系列指标，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自然资源变化及其消费模式进行审视，评价人们的生产

和生活方式对人类生存的地球产生的影响。UNEP 在《绿色经济：迈向绿色经济的测度》中，从环境主题、政策干预、政策对更

广泛的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三方面构建含 14 个二级指标 40 个三级指标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标准化和可比性，

可用以衡量各国绿色经济转型情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构建了“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框架来评

价可持续发展状况。1999年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对其进行了修改，新框架包括 15类 39项指标，用来评价可持

续发展状况[4]。 

随着国内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提出了省域、区域、城市等多层次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2007年，

在中国，关琰珠等[15]第一个选取涵盖可持续发展度、环境状况、生态平衡、文明程度等四方面的16项指标对厦门市生态文明进

行了测度评价。2010 年，北京师范大学等研究机构联合发布了《2010 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省级比较》，构建了中国绿

色发展指标体系框架，用以评价中国各省份或区域的绿色发展状况，该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政府

政策支持度 3个一级指标，共遴选了 9个二级指标 55个基础指标，是一种广义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16]。2013年，李勇和周学馨
[17]
首次将国土空间优化度引入生态文明评价中构建了基于国土空间优化度、资源节约合理度、生态环境保护度、制度建设完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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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0个指标的指标体系。2013 年，原环保部公布了《生态文明试点示范县(含县级市、区)建设指标》，该指标体系由生态经济、

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制度、生态文化五方面共计 29个二级指标构成，评选出中国第一批生态文明示范区。2016年，王雪

松等
[18]

从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政治、生态文化五个方面建立了由 39个指标构成的三级指标体系来评估生态文

明的发展。现有城市生态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 

表 1现有城市生态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来源 指标内容 

OECD《迈向绿色增长：监测进展

——经合组织指标》[4] 

以经济活动中的环境和资源生产率、自然资产基础、生活质量的环境因素、经济机遇和政

策应对等四类相互关联的核心要素为一级指标，共 14个二级指标、23个三级指标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UNCSD)[4] 
UNCSD 对(DPSIR)框架进行了修改，新框架包括15类 39 项指标来评价可持续发展 

《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

方案(试行)》[19] 

包含经济发展质量、资源能源节约利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生态文化培育、体制机制

建设等 5类一级指标和 51个二级指标 

《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

实施方案》[20] 

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包括空气清新、水体洁净、土壤安全、生态良好、人居整洁 5

类指标，细化提出 22项具体指标 

关琰珠等[15] 
选取涵盖可持续发展度、环境状况、生态平衡、文明程度等四方面的 16项指标对厦门市生

态文明进行了测度评价 

李勇、周学馨[17] 
包括国土空间优化度、资源节约合理度、生态环境保护度、制度建设完善度 4个一级指标

和 20个二级指标 

王雪松等[18] 
从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政治、生态文化五个方面建立了包含 39个指标的

三级指标体系 

 

总体来看，生态文明指标体系通常包括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等其中的几个方面，这些指标

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量化依据，在引导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入和完善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评价对象的局限，这些

指标体系难以全面反映当前城市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和共性问题，很难通过评价结果指导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1.2 城市生态发展维度与评价体系 

为了更好地评估城市生态系统的生态发展变化，有必要建立适合生态建设实践的评估框架、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根据数据

的可获得性原则，本研究确定城市生态发展的四个维度为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制度。选用现有统计口径和统计

范围的成熟指标，构建生态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 2)，每个三级指标均至少在第一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评价指标体系

(2014 年版)中被使用。 

表 2城市生态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 代码 单位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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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态发展水平 

生态经济 

人均 GDP R1 万元 正指标 

单位建设用地生产总值 R2 亿元/平方千米 正指标 

生态社会 

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种植面积比例 R3 % 正指标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R4 % 正指标 

城镇供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R5 % 正指标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R6 平方米 正指标 

新建绿色建筑比例 R7 % 正指标 

生态文明知识普及率 R8 % 正指标 

公共交通出行比例 R9 % 正指标 

二级及以上能效家电产品市场占有率 R10 % 正指标 

节水器具普及率 R11 % 正指标 

城区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 R12 % 正指标 

生态自然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R13 % 正指标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R14 吨 逆指标 

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R15 — 正指标 

用水总量 R16 亿立方米 逆指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R17 % 正指标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R18 % 正指标 

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 R19 % 正指标 

GDP 能耗 R20 吨标准煤/万元 逆指标 

国土开发强度 R21 % 正指标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 R22 吨/万元 逆指标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R23 % 正指标 

能源消费总量 R24 万吨标准煤 逆指标 

城镇(乡)污水集中处理率 R25 % 正指标 

耕地保有量 R26 万公顷 正指标 

城镇(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R27 % 正指标 

林地保有量 R28 万公顷 正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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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覆盖率 R29 % 正指标 

森林蓄积量 R30 万立方米 正指标 

湿地保有量 R31 万公顷 正指标 

禁止开发区域面积 R32 万公顷 正指标 

水土流失面积 R33 万公顷 逆指标 

生态制度 

党政干部参加生态文明培训的比例 R34 % 正指标 

有关产品政府绿色采购比例 R35 % 正指标 

生态文明建设占党政绩效考核的比重 R36 % 正指标 

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投入占财政支出比例 R37 % 正指标 

R＆D经费占 GDP比重(财政投入) R38 % 正指标 

环境信息公开率 R39 % 正指标 

 

2 研究方法与评估模型 

2.1 基于改进熵权模型的 UEI 

构建城市生态发展指数(urban ecological index，UEI)框架的方法可以分为三个部分[21]：原始数据标准化、组合权重计算

和 UEI 计算。 

2.1.1 原始数据标准化 

为了消除原始数据间的量纲差异，需要构建一个矩阵 R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假设有 n个城市，m个评价指标，第 i

个城市的第 j个指标值记为 aij(i=1,2,⋯,n;j=1,2,⋯,m)，构成初始矩阵 A： 

 

缺失的数据用相同类型城市的算术平均值进行插值，缺失数据集记录为 ，缺失数据 aij的插值算法为： 

 

式中：k是第 k类城市发展类型，x是缺失数据的数量，c是 k型城市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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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指标数据量纲不统一，需要对初始矩阵 A 做出以下的标准化：我们选取两个不同的衡量标准来处理不同波动水平的指

标数据：(1)根据指标对生态文明的影响分为正逆指标，用不同的公式来计算；(2)当数据标准差σ小于或等于200 时，指标的

样本数值分布均匀，采用最大和最小标准化方法；(3)当指标值变化较大且 σ 大于 200 时，采用对数法消除较大变化的不利影

响。公式如下所示： 

 

式中：1≤i≤n,1≤j≤m,t∈T，σ为标准差，t和 T为年际间隔， 为第 t年第 i个城市第 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2.1.2 计算组合权重 

利用改进熵权模型为指标赋予权重。熵权法能客观地反映数据的隐含信息，增强指标的分辨意义与差异性。基本内涵是评价

数值之间的差异，差异越大，对应的权重也越大。 

计算第 t年第 i个城市第 j项指标值的比重 fij： 

 

计算指标的信息熵 Hj： 

 

其中：k为波尔兹曼常量，且有 k=1⁄lnn。利用改进熵权模型计算权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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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j为第 j个指标的熵；由于熵权法的客观性较强，同时，评估过程中也应参考专家的意见，因此引入专家评分调整权

重 ws，组合权重为： 

 

式中：wj是指标 j的组合权重，wS是专家评分调整权重，wH是熵权重，α和β 是指标 j的熵权权重调整参数和专家权重调

整参数，分别为α=0.7、β=0.3。 

2.1.3UEI 计算 

第 i个城市的 UEI计算公式为： 

 

城市生态建设经济(UEIeco·i)、社会(UEIsoc·i)、自然(UEInat·i)、制度(UEIgov·i)各维度的发展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2.2 案例城市与数据来源 

2014 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名单(第一批)的公示》，将北京密云等 55

个地区作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地区(第一批)。本研究跟踪被列入示范名单的地区，鉴于部分数据可获得性不强且地区间

的可比性不高，未考虑江西、贵州、云南、青海等 4个地区。研究涉及的 2012—2017年国家生态示范区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

各个城市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地方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以及对城市编制实施方案的梳理等。 

3 实证分析与结果解释 

使用熵权法[公式(1)～(6)]来计算权重，并引入专家评分的权重，利用公式(7)将两者结合取加权平均值，表 3显示了 2012

年和 2017 年的权重。利用公式(8)计算 51 个样本城市的 UEI 如表 4 所示。本节将对 2012—2017 年城市生态发展的趋势做出分

析。 

3.1 城市生态发展效果显著 

城市的生态化发展在研究期间成效显著。对 2012—2017 年样本城市 UEI 相关数据做以下处理：以 2017 年的 UEI 值作为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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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以 UEI 年均增长率为 Y 轴，并以其各自的平均值作为原点做出图 1。x 值越大，代表在 2017 年的时间节点该城市生态发展

水平越高，反之，则表示城市生态发展水平越低；y值越大，代表过去 5年的增长越快，反之则增长越慢。UEI处于较高水平并

且在过去的 5年保持较高增长趋势的共有 10个生态文明示范区域。以甘肃定西、山西娄烦等为代表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拥有较

高的 UEI 增长率，但其生态发展绝对水平有待提高。UEI 的最大增长率达 28.26%，最大年均增长率为 5.65%。虽然个别城市的

UEI 值有所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其 UEI 的绝对值已经达到了样本城市的较高水平。从整体看，江苏淮河流域一直位于前列，

其 UEI 值在 2017 年达到了0.5466。2012年至 2017年超过20个区域的 UEI提高了 10%以上，这表明经过国家对生态建设示范区

的大力推进，城市生态文明水平不断提高。 

表 3指标组合权重计算表 

指标 

熵权 

专家权重 

组合权重 

2012 年 2017 年 2012 年 2017 年 

R1 0.0321 0.0338 0.0862 0.0483 0.0496 

R2 0.0546 0.0630 0.0517 0.0537 0.0596 

R3 0.0154 0.0107 0.0172 0.0159 0.0126 

R4 0.0113 0.0065 0.0172 0.0130 0.0097 

R5 0.0051 0.0054 0.0172 0.0088 0.0090 

R6 0.0302 0.0336 0.0172 0.0263 0.0287 

R7 0.0880 0.0439 0.0172 0.0668 0.0359 

R8 0.0094 0.0040 0.0172 0.0118 0.0079 

R9 0.0312 0.0309 0.0172 0.0270 0.0268 

R10 0.0119 0.0154 0.0172 0.0135 0.0160 

R11 0.0118 0.0080 0.0172 0.0134 0.0108 

R12 0.0480 0.0296 0.0172 0.0388 0.0259 

R13 0.0174 0.0192 0.0172 0.0173 0.0186 

R14 0.0051 0.0049 0.0345 0.0139 0.0138 

R15 0.0201 0.0139 0.0345 0.0244 0.0201 

R16 0.0036 0.0054 0.0172 0.0077 0.0089 

R17 0.0070 0.0146 0.0172 0.0101 0.0154 

R18 0.0089 0.0089 0.0172 0.0114 0.0114 

R19 0.0062 0.0050 0.0172 0.0095 0.0086 

R20 0.0099 0.0119 0.0517 0.0224 0.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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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1 0.0582 0.0700 0.0172 0.0459 0.0542 

R22 0.0073 0.0106 0.0517 0.0207 0.0230 

R23 0.0344 0.0297 0.0517 0.0396 0.0363 

R24 0.0195 0.0246 0.0172 0.0188 0.0224 

R25 0.0064 0.0048 0.0172 0.0096 0.0086 

R26 0.0812 0.0966 0.0172 0.0620 0.0728 

R27 0.0072 0.0078 0.0345 0.0154 0.0158 

R28 0.0689 0.0849 0.0172 0.0534 0.0646 

R29 0.0289 0.0349 0.0172 0.0254 0.0296 

R30 0.0128 0.0161 0.0172 0.0142 0.0165 

R31 0.1085 0.1371 0.0172 0.0811 0.1012 

R32 0.0046 0.0056 0.0172 0.0084 0.0091 

R33 0.0090 0.0118 0.0345 0.0167 0.0186 

R34 0.0176 0.0039 0.0172 0.0175 0.0079 

R35 0.0159 0.0107 0.0172 0.0163 0.0127 

R36 0.0200 0.0185 0.0517 0.0295 0.0284 

R37 0.0280 0.0262 0.0172 0.0248 0.0235 

R38 0.0384 0.0285 0.0172 0.0320 0.0251 

R39 0.0059 0.0090 0.0345 0.0145 0.0166 

 

表 4样本城市 UEI 

序号 城市/区域 2012 年 2017 年 序号 城市/区域 2012 年 2017 年 

C1 北京密云 0.4249 0.4221 C27 河南南阳 0.3115 0.4007 

C2 北京延庆 0.3921 0.3987 C28 湖北十堰 0.3156 0.3384 

C3 天津武清 0.3308 0.3871 C29 湖北宜昌 0.3363 0.3641 

C4 河北承德 0.3502 0.4111 C30 湖南永州 0.3241 0.3438 

C5 河北张家口 0.3959 0.4075 C31 湖南武陵山区 0.3765 0.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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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山西芮城 0.3001 0.3463 C32 湖南梅州 0.2915 0.3372 

C7 山西娄烦 0.2551 0.3212 C33 广东韶关 0.3406 0.3725 

C8 内蒙古鄂尔多斯 0.4026 0.4340 C34 广西玉林 0.2844 0.3191 

C9 内蒙古巴彦淖尔 0.3723 0.4005 C35 广西富川 0.2377 0.2526 

C10 辽河流域 0.4030 0.4421 C36 海南万宁 0.4328 0.4369 

C11 抚顺大伙房保护区 0.3309 0.4128 C37 海南琼海 0.3840 0.3949 

C12 吉林延边 0.3717 0.4192 C38 重庆武陵山区 0.3007 0.3429 

C13 吉林四平 0.3059 0.3597 C39 三峡库区 0.3339 0.3891 

C14 黑龙江伊春 0.4709 0.5144 C40 四川成都 0.3938 0.4238 

C15 黑龙江五常 0.2841 0.3115 C41 四川雅安 0.3505 0.3722 

C16 上海闵行 0.4882 0.4887 C42 西藏山南 0.4200 0.4932 

C17 上海崇明 0.3904 0.3817 C43 西藏林芝 0.3579 0.3717 

C18 江苏镇江 0.3423 0.4038 C44 陕西西咸 0.3542 0.4378 

C19 江苏淮河流域 0.5018 0.5478 C45 陕西延安 0.4014 0.4110 

C20 浙江杭州 0.4849 0.4433 C46 甘肃甘南 0.3121 0.3382 

C21 浙江丽水 0.4555 0.4485 C47 甘肃定西 0.2326 0.2989 

C22 安徽巢湖流域 0.3762 0.4403 C48 宁夏永宁 0.4133 0.3864 

C23 安徽黄山 0.3614 0.3774 C49 宁夏吴忠利通 0.3602 0.3520 

C24 山东临沂 0.3906 0.3960 C50 新疆玛纳斯 0.3089 0.3609 

C25 山东淄博 0.3551 0.3749 C51 新疆特克斯 0.3201 0.3678 

C26 河南郑州 0.3317 0.3834 — — — — 

 

以陕西西咸为例分析城市生态水平高的原因。西咸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都市农业的融合发展为产业发展方向，

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在企业层面，清洁生产替代原有生产模式，推进节能低碳技术研发和应用；在园区层面，优化产业结构，以

低碳产业为主，循环经济产业链逐渐完善；在社会层面，绿色低碳出行方式及消费理念深入人心。西咸通过建立生态文化体系，

注重引导培育生态文明企业和建立生态文明教育基地，把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工程、资源能源节约利用工程、生态环境与环境保护

工程、生态文化培育工程和体质机制建设工程作为重点工程。同样，通过对黑龙江五常、宁夏永宁、浙江杭州、上海闵行的对比

分析可以看出，生态文明范式下城市的产业结构趋于优化，以战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为产业发展方向，以清洁生产模式为

主，健全体制机制，这不仅能促进经济质量提升，而且有利于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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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样本城市的 UEI 及其年均增长散点图 

同时发现部分城市的生态发展水平相对偏低，以广西富川为例，其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占比最小，工业结构

仍以初级加工工业为主导，发展实力有限；企业规模较小，自主创新能力弱，生态和绿色发展技术推广难度较大；生态保护和节

能减排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尚未健全，农产品生产加工标准化程度较低，体制机制与生态建设的要求不相适

应，城市发展范式亟须改变。 

生态的提升得益于四个维度的协调发展。西藏山南与抚顺大伙房水源保护区在生态建设方面的优势明显，分析其存在的优

势有助于为其他城市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提供借鉴。西藏山南的经济发展迅速，有良好的政策机制，生态建设成效显

著。在研究期间，山南呈现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民生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大好局面，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了快

车道，主要经济指标总量或增速位居示范区前列。山南生态建设体制机制起到了很大的保障作用，山南高度重视生态建设，确立

了“生态优先、保护优先，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突

出生态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深度融合，协调推进生态建设；建立了生态效益补偿长效机制。本文从经济、社会、

生态、制度维度的分析印证了这一判断。 

3.2 四个维度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经济、自然、社会、制度四个维度考虑，各城市生态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图 2为经济—社会—自然—制度四个维度的变

化折线图，可以发现在经济方面，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实际上均有增加，大多数城市经济增长率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以湖南梅州与

西藏山南为代表，这与其政策保障是分不开的；生态社会建设方面，以甘肃定西为代表，其增加率为 51.5%，得益于生态文明知

识普及率的提升；生态自然维度，所有的区域均保持增长，其中宁夏吴忠利通区增长率最大，为 25.35%；生态制度建设方面，

抚顺大伙房水源保护区增长率最大，为 79.86%，得益于政府采购绿色产品比例的提升。 

综合经济—社会—自然—制度四个维度考虑，各城市增加 UEI 的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图 3 为经济—社会—自然—制度四个

维度的 UEI 变化堆积图。图 3进一步验证了大多数区域的城市生态建设水平有所提高，并且可以看出，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

自然、制度四个维度对 UEI 的影响有所不同。各区域在生态自然维度的提升对区域生态建设水平影响颇大。2012—2017 年，样

本城市在自然维度的指标得分均有所提升，并且对 UEI值的增加有很大影响。在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期间，各示范区能够因地制

宜，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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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UEIeco、UEIsoc、UEInat、UEIgov增长率折线图(以 2012年为基准) 

 

图 3 UEIeco、UEIsoc、UEInat、UEIgov变化堆积图 

注：UEIc 为 2012—2017 年 UEI 总的变化值。 

3.3 城市生态建设的不确定性分析 

基于2012—2017年的城市生态发展指标进行指标敏感性变化分析，如图 4所示，识别对城市生态水平影响最大的指标因素，

其中，城镇供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用水总量、禁止开发区域面积是对城市生态发展水平影响最大的三个指标，并且其生态敏感

性值均在 300以上，一个城市或地区对这三个指标的改善将有利于提高该地区的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相较于 2012年，城镇

供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指标敏感性、用水总量指标敏感性值变化在 10 倍以上，禁止开发区域面积一直保持较高的敏感性指数，

在以后城市生态建设的过程中应着重考虑合理利用水资源、降低用水总量，保持合理的禁止开发区域面积有助于使城市生态发

展水平进一步提升。值得注意的是，生态制度维度包含的所有指标的敏感性值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截至 2017 年，部分指标敏

感性值达到了极低水平，如党政干部参加生态文明培训的比例敏感性指数为0.55，有关产品政府绿色采购比例敏感性指数为0.07，

生态文明建设占党政绩效考核的比重敏感性指数为 0.61，表明中国的政策在城市生态建设方面比较稳定和保守。 

4 结论与建议 

研究发现，2012—2017 年间，经过国家对生态建设示范区的大力推进，城市生态文明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应注重城市在各

维度的协调发展，未来城市生态建设也应侧重于生态社会和制度建设维度。通过对城市生态发展指标敏感性发现，城镇供水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用水总量、禁止开发区域面积是对城市生态发展影响最大的三个指标。论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三项促进城市生态

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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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优化城市发展体系。在美丽中国及碳中和目标引领下，城市发展体系应在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

构和体制机制等方面做出改变，着重考虑资源和生态系统等外部问题，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参考杭州等生态发展水平较高

的城市，相对落后的城市应该明确产业发展方向，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使用清洁生产方式，促进循环经济产业链完善；优化能源

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完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以规范生态建设进程。(2)注重经济、社会、自然、制度四个维度的协调发展，

尤其应加强在生态社会和生态制度维度的建设。研究结果表明，像南阳、西咸等四个维度协调发展区域均有很好的发展态势，这

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借鉴，比如宁夏的相关城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更加注重保护自然生态，普及生态文明理念，建立完善的生

态体制机制，为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社会建设提供保障。(3)注重监控不确定性较高的生态发展指标。城镇供水水源地水质达标

率、用水总量、禁止开发区域面积指标不确定性较高，在生态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应持续控制水资源污染、提高城镇供水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降低城市用水产出率。禁止开发区域是保护自然文化资源的重要区域，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对禁止开发区域的

保护要有持续性。 

 

图 4 2012—2017 年城市生态文明指标敏感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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